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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引发了关于技术、伦理、法律多方面的治理问题，现有的任何一种单维度治理路径

的效能都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构建复合型的多维度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风险是辅助生殖技术

治理的出发点，需要加强技术监管，构架良好的制度；然而，技术本身无法证明其应用的正当性，需要

从伦理层面呼吁价值理性，发挥伦理调控的作用；最后，法律为辅助生殖提供了制度保障，应在遵循立

法原则的前提下，构建辅助生殖技术的专门法律体系，最终形成以技术治理为基础、伦理治理为引领、

法律治理为保障的多维度治理体系，以实现科技向善、增进人类福祉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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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has triggered many governance issues re-
garding technology, ethics, and law. The effectiveness of any existing single-dimensional gover-
nance path is limited, so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composite multi-dimens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n this process, technical risks are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governance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which requires strengthening technical supervision and building a well-structured 
system; however, the technology itself cannot prove the legitimacy of its application, and it is ne-
cessary to appeal to value rationality from the ethical level and exert the role of ethic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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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finally, the law provide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assisted reproduction. A specialized le-
gal system for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should be constructed on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legislative principles, and ultimately form a multi-disciplinary legal system based on technical 
governance, guided by ethical governance, and protected by legal governance. Dimensional go-
vernance system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u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good and im-
proving human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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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技术的异化与综合治理 

早在启蒙时代，人们普遍对技术发展呈乐观态度时，卢梭就以理性的思想检视了科学技术的特征，

对技术的价值进行了辩证的思考，提出了技术异化的思想，即技术并非中立，它铺就的通往幸福的道路，

最终也可能导向不幸[1]。 
近年来，由于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问题加重、生活节奏加快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不孕不育逐渐

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健康问题，中国的不孕不育率亦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带动了医疗

技术的长足发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的出现为不孕群体增进了福

祉，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纠纷，亟需有效治理。 
就当下而言，ART 的治理遵循技术、伦理与法律三条路线，这三条路线各自遵循着一定的逻辑，但

并非不可调和。首先技术是内含秩序意义的工具，其治理要求通过制度的完善体现秩序的价值；其次，

作为一般共识的伦理能够为对技术治理进行道德判断，而法律则为伦理治理提供了法治的手段；最后，

在这一过程中，伦理是沟通技术与法律的桥梁，由一般性的伦理可考量技术与法律的规制是否具有合目

的性。回归到 ART 的治理层面，需要探寻技术、伦理、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三者统一协调的多元

治理体系。 

2. 辅助生殖的技术背景 

自 1978 年英国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以来，ART 不断发展，并逐渐应用于现实生活之中，其种类也

由于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拓展[2]。根据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 1 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是指运用医学技术和方法对配子、合子、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的技术，分

为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AI)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 IVF-ET)及其他衍生技术。可见，在我国得到承认并运用的辅助生殖技术主要是人工授精和体外

受精–胚胎移植技术，而基因编辑在我国并未得到广泛适用。 
其中，AI 是指用非性交的方式将精子递送入女性生殖器官，此种方式通过技术手段代替两性的自然

结合，实际上仍是体内授精。按照其精子的来源，AI 又可以分为来自丈夫精子的夫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 Semem, AIH)技术和来自第三方精子的供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 Semem, AID)技术两种类型。由于前者类似自然生殖，争议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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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F-ET 是指取出卵子和精子在体外培养，待时机成熟再移植入母体，通常又被称为试管婴儿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代孕实际上也属于 IVF-ET 的范畴，只不过是将胚胎植入代孕母体内，而非委托实施 ART
的女性体内。 
 

 

3. 辅助生殖技术的原初性风险及其监管 

ART 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技术适用的原初性风险，二是技术使用后期所引发的伦理问题

等衍生性风险，前者主要与个体相关，后者的影响则更多体现在社会层面。 
新兴技术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其本身也包含着巨大的风险[3]。对 ART 安全性和有效性进

行分析是开展其治理路径研究的基础性条件，也是后续治理的客观基础。因此有必要在明晰技术风险的

情况下，对此类技术建立制度化的监管。 
ART 的技术风险包含了个体风险以及内部制度风险，个体风险是指在使用此技术过程中对使用主体

所造成的损害，这是由技术本身的不完善导致的。ART 仍处于发展阶段，就技术本身而言，它会概率性

地造成人体健康的损害，如诱导排卵药物导致的多卵泡发育以及多胚胎移植，卵手术过程中导致出血、

感染、损伤周围组织以及 ART 术后所产生的流产、异位妊娠、卵巢功能衰退等并发症，具有相当的风险。

就内部制度而言，ART 对施术者的专业性有着较高的标准，而实践中基层的医疗监管制度仍不完善，基

层卫生监管人员大多并没有接受专业的辅助生殖技术相关训练，要想在技术层面对 ART 施术者进行监管

有一定的困难，这就导致了违法医疗行为不易被审查，表现在实践中诸如移植胚胎前的性别选择、非法

代孕等行为难以得到彻查。 
以技术治理路径规范 ART，主要依靠的是监管的方式。以四川省为例，宜宾市、县两级卫生法监督

机构于 2023 年 8 月在全市内开展 ART 专项检查行动。8 月 24 日，市卫健委和市中医管理局联合下发《专

项检查通知》，通过部门联合的方式，制定检查表，统一检查标准，做好了组织方面的保障；此次专项

检查中，通过“执法 + 专家”的联动模式，重点检查辅助生殖机构的服务资质问题以及是否有非法采集

人类遗传资源、出具虚假出生证明等行为，一定程度上对 ART 实现了有效监管[4]。从上述地区实践中，

可以总结出技术治理的两条路径：一是组建专家队伍，加强行业自律。ART 专业性强，实践中亟待组建

专家队伍为卫生监督执法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也要依赖行业内部制定相应规范，成立辅助生殖技术伦理、

法律委员会，对行业内部实行监督；二是建立完善的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辅助生殖技术以卫生健康部

门为监管主体，但由于技术滥用的危害范围广，涉及到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的职责，因此应构建多

部门联合的执法互动平台，分工监督指引，细化各部门职责。 
技术监管于当下 ART 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技术的风险仅仅是客观层面的要素，但实际上，ART

所涉的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它的运用还会引发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仅靠对技术的监管

无法有效解决这些衍生性问题。“制度的优化可以控制技术的风险性，但技术的可行性无法自证其运用

的正当性”[5]。技术的运行必须要通过伦理道德对其进行价值引导，才能确保技术发展的合目的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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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本身不是目的，技术对人的价值才是其目的”，这一价值必须契合社会的一般共识，接受伦理的

检视。 

4. 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困境及其检视 

技术本身已向人类展示其工具属性，但它并非自然界的造物，其产生之初便被人类用于社会性的改

造而具有多重的属性。在人类创造和运用技术的过程中，包含着主体的意识和价值取向，技术与此同时

也被嵌入了价值属性，需要依据伦理的原理对其进行规范和引导。伦理问题，是 ART 必须面对的问题[6]。
ART 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扩张了人们行为的边界，在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和人类利益需求多样性双重因素

的作用下，与此相关的伦理问题逐渐显现，ART 所涉的伦理困境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具体的方面。 

4.1. 基因编辑所导致的伦理困境 

基因编辑是指能够实现对生物体基因组特定目标进行修饰的新技术[7]。当施用主体为人时，又可以

根据被修饰的细胞或组织类别不同而分为人类体细胞编辑(Human Somatic Genome Editing, HSGE)和人类

生殖系基因组编辑(Human Germline Genome Editing, HGGE)，后者由于被编辑的基因可以为后代遗传，

具有更高的伦理风险。HSGE 的疾病治疗方法仅作用于受到编辑的个人，有学者认为它与其他的医疗手

段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并未对伦理造成较大的冲击[8]。笔者认为此种基因编辑技术用于医疗并无太大伦

理风险，但仍要警惕其被用于增强其他身体器官机能的可能性。相比于前者，HGGE 具有更大的伦理风

险，该技术对作为伦理主体的人进行改造后会衍生出优生学、道德滑坡、代际伦理等一系列问题，更为

严重的是，这种基因改造是可以遗传的，因此影响更为深远。尽管基因编辑技术有上述风险，此类技术

在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人的生命，在当下中国也存在不少“望子成龙”的父母渴望改造后代的基因[9]，这

实际体现的是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冲突。 

4.2. 冷冻胚胎处置及处理所涉的伦理困境 

实践中更多存在的是除基因编辑技术以外的 ART 带来的伦理问题。 
首先，ART 中的关键技术之一就是冷冻胚胎，而关于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至今仍存在相当的争议。

学界对胚胎的定性主要可以分为主体说、客体说以及中介说[10]，主体说认为胚胎具有与自然人或法人相

同的法律地位，但胚胎并非科学意义上的人，将胚胎视为人也与我国的堕胎政策不符；客体说将胚胎视

作物，这使得对胚胎的销毁和保存不存在障碍，但若将其视为单纯的物，则否定了胚胎所具有的人格属

性；中介说的观点认为冷冻胚胎是处于人与物二者间的中间物，具有发展成为人的可能性，应当得到特

别尊重。但是，究竟何为“特别尊重”？冷冻胚胎到底多大程度上具有“人”的属性？对其无主冷冻胚

可否销毁？对夫妻死亡后的冷冻胚他是否可以继承？引发了不少伦理难题，仍待研究。 

4.3. 单身女性辅助生殖所引发的伦理困境 

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的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向单身女性提供辅助生殖技术。1关于此规定，

有学者认为为保证手术成功率，单身女性施用 ART 生育需要储备多个冷冻胚胎，而单身女性极有可能放

弃辅助生殖的手段而转向自然生育，这可能导致剩余冷冻胚胎的商业化[11]。也有学者认为，利用 ART
人为地制造单亲家庭不符合伦理，父亲在成长过程中的缺位可能导致孩子性格的缺陷[12]。但在陈某某诉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 2 中，法院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出生在单亲家庭一定会对孩子造

成严重影响。 

 

 

1相关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2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法院(2019)苏 0213 民初 754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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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胚胎可能用于代孕造成的伦理困境 

代孕在上世纪就已经成为了学界争议的问题[13]，近年由于明星代孕的事件而被社会广泛关注。就我

国学术界而言，近年已基本无人支持全面代孕，但仍有禁止代孕与有限开放代孕之争。根据我国《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 3 条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可见我

国坚持的是禁止代孕的立场。然而由于不孕不育患者在我国站有人口总数的相当一部分，不孕不育已成

为显著的社会问题[14]。生育权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人格权，有学者认为不得以商业代孕可能的道

德风险而全面禁止非商业代孕，这实际上背离了正义制度的初衷[15]。笔者认为有限开放代孕是非常美好

的畅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大范围地保障患者生育权的实现，但这是否符合社会一般大众的伦理观念，

抑或仅仅是学者的设想？以及有限代孕的开放是否会导致道德滑坡？其中的伦理问题可以进一步分析。 

4.5. 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检视 

4.5.1. 适用“基本伦理原则”的标准 
伦理价值的多元性使得人们难以就某一普遍接受的共识达成一致。这种多元性表现在不同文化、宗

教、哲学观念以及个体经验等方面，导致了对伦理问题的看法和评价存在较大差异。但是，由于人们同

为伦理主体，人的社会属性也决定了其在价值判断上存在着共通的要素，对同一问题的道德评判存在相

似的标准。在生物科学领域也存在同样的情况，随着美国对生物医学的研究不断进展，产生了一系列伦

理道德问题，1979 年发布的《贝尔蒙报告》[16]中明确提出了“基本伦理原则”(Basic Ethical Principles)
的概念，其提出的基本原则包括：尊重人(Respect for Person)、有利(Beneficence)、公正(Justice)。由于这

三个原则在医疗科技领域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故后续为国际组织及不少国家接受并细化。具体到 ART 领

域，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对人主体性的尊重，这意味着所有对人体进行的手术都不应当把人体的任何组织

和器官绝对物化、商品化，否则将可能触及人伦的底线；有利意味着不侵害，以及尽可能将伤害最小化

和将所获利益最大化，在施行冷冻胚胎提取技术时，势必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损害，这就要求施用技术

时采用对人体损害最小的提取方式，并且在众多因素下优先考虑患者的身体健康。公正的首要内涵是平

等，对于单身女性的生殖问题可能就会涉及到公正的价值。总之，在对 ART 进行伦理的检视应当遵循一

定的基本伦理原则，后续的所有讨论也应当建立在对基本伦理原则的承认及适用的基础上。 

4.5.2. 伦理内容的适时发展与严格坚持 
伦理需要面对实际的生活，其作用是以一般的道德原则妥善评价及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所以伦

理的内容应当适时发展。而考虑到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都经历

了巨大的变革和转变，伦理内容也应当打破传统的桎梏。为了能够更加具有针对性地指导实践，就需要

把抽象、一般性的伦理原则具体化[17]。对于 ART 所带来的伦理风险，笔者认为应通过允许原则、最优

化与风险预防原则进行具体分析。 
允许原则打破了传统伦理原则的局限，是在承认多元道德的前提下对伦理难题进行解决的程序性原

则。在此原则指导下，人们可以一方面遵从内心的道德，另一方面应当尊重他人的价值观念，可以影响

和劝说他人，但无论如何不能用强制手段控制他人[18]。在 ART 领域，允许原则要求尊重患者对具体不

同 ART 手段的选择，无论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还是人工体内授精，都基于患者自身的选择。进一步而

言，允许原则要求尊重患者的个体自主性，对于选择基因编辑的患者，不能因为基因编辑技术的强伦理

性，而严格限制其通过此技术治疗自身疾病或者是谋求生存途径的权利，而要考察其目的性。在冷冻胚

胎的处置问题上，医疗机构应当尊重夫妻双方对于胚胎处置的约定，也要考虑双方家属的情感，尊重其

选择，在无锡冷冻胚胎案中，医疗机构以夫妻双方均已死亡，失独老人无法通过胚胎实现生育目的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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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返还冷冻胚胎，未体现对当事人自主性的尊重。而在单身女性使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的问题上，

立法应当考虑到社会上单亲家庭数目不断增多，女性独立意识增强的社会现实，这一社会基础的变化决

定了对单身女性不得适用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观念应当适时改变，而允许单身女性充分发挥个体自主性。

伦理内容的适时发展也体现在代孕的问题上，尽管代孕在我国仍处于一定的“禁区”，但近来有不少学

者提倡开放有限代孕，以保障不孕群体生育权，这种观点被部分承认同时体现着伦理内容的适时发展，

不同的伦理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允许”。 
尽管如此，基于最优化与风险预防的原则，当下 ART 所涉的部分伦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坚持普

适性的伦理观念，而不得随意逾越。冷冻胚胎的制成由于其供体和受体的来源不同，可能导致伦常的混

乱，在适用时应严格限制其搭配，在夫精正常的情况下，尽可能实现“夫精–母卵”的搭配；若夫精无

法受孕，则应当以匿名的原则在精子库中挑选合适的供体，以母卵为受体，而尽可能避免异卵生殖，进

而降低道德伦理的风险，实现最优的辅助生殖。在冷冻胚胎的问题上，由于胚胎不可能被绝对化地赋予

人或物的属性，因此对于胚胎的处置成为可能，而对胚胎的随意弃置也随之不可能。最优化与风险预防

的原则要求在胚胎处置时，兼顾医疗机构保存成本与对胚胎发展为人的可能性的尊重，夫妻双方均健在

时根据双方最后合意处理，一方死亡时可按照事前协议处置，若夫妻双方均死亡也可以依照协议处理，

无协议则有条件地处置或捐赠用于科学研究。同样，针对代孕问题，就我国国情来看，全面放开代孕是

绝不现实的，必须严格坚持拒绝商业代孕的底线，保证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预防道德滑坡的危险。 

5. 辅助生殖技术的法律规范现状及法治优化 

在现代化的治理视域下，ART 的运行依靠协调规范的治理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法治化是技术伦理治理的关键路径与重要保障[19]。 
目前我国尚未在法律层面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作出系统规范，仅在《宪法》《民法》等基本法中可

参照一般性的规定；就专门性的规定而言，我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

法》等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出台已有多年，且效力不高。总体来看，《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

中涉及辅助生殖相关技术多为原则性规定，《民法典》作为调整民事领域法律关系的基本法，亦无法对

纷繁复杂的辅助生殖技术实现精准调控，同时存在着专门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过少，不够细致，并且效

力低下的问题。我国辅助生殖立法层面总体呈现规则缺失、实效不足的特点[20]。 
对此，要想实现 ART 的规范治理，最终还要依赖法治的保障路径，并综合技术、伦理的治理路径，

构建多层次、复合型的法律治理体系。 

5.1. 确立辅助生殖技术规制立法的基本原则 

规范的法律治理体现的建设离不开立法原则的指引，因此，完善辅助生殖技术的立法规则，首先要从

法律原则入手。笔者认为，第一要坚持有利于患者的原则。ART 诞生之初就是为了解决不孕群体的生育

问题，保障人人平等之生育权，因此保障患者的利益是 ART 发展和规制的根本目的。具体而言，医疗机

构在施行 ART 时要保障患者的知情权，告知其手术风险，保障其生命健康权。第二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

则，无论是何种方式出生的子女应当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和待遇，不得因辅助生殖而对其产生

歧视。第三是保密原则，基于辅助生殖之原则的伦理性特点，如医疗机构未妥善处理好保密事宜，可能会

影响患者家庭的和睦，甚至影响其社会评价，对于辅助生殖所诞生之子女，医疗机构在保证儿童知情权的

同时，若同时负有相关保密义务，应首先满足患者的保密需要，这根本上是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

第四是禁止商业化的原则。由于 ART 的伦理属性，冷冻胚胎不得被用于商业买卖，因其具有发展成人的

可能性。行政部门应当加大监管力度，打击商业化代孕的行为，保证人的尊严不受工具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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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立硬法为主、软法为辅的辅助生殖技术法律体系 

制定专门的辅助生殖技术法律是保障辅助生殖技术良善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具体构建法律制度时

应当厘清公权与私权的平衡关系[21]。国家在制定辅助生殖技术相关法案时，需要立足于技术发展的现状，

同时预测其未来发展的方向。ART 兼具技术、伦理与法律的特征，对其规范不能仅靠软法，还应更多进

行伦理的考量，对最低程度的道德进行划定，其所要依赖更多硬法的规范。具体而言，法律首先应当对

ART 技术的种类和所能适用的范围进行界定，其次要规定辅助生殖技术下的基本原则，贯穿辅助生殖立

法，起到指引性作用，再次要将手术施行的全过程纳入法律调整的框架，重点规定患者在此过程中的知

情权、处置权、选择权、隐私权等实体性权利，尊重患者的个体自主性。针对辅助生殖技术所涉的道德

风险，法律应对 ART 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全面清晰地制定伦理规范，形成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基本道德观念的调控方式。除此之外，为构建硬法为主的辅助生殖技术法律体系，应当加强行政机关

的作用，在法律中专门设置篇章规定医疗机构、行政管理机关的职权和职责，进一步规范辅助生殖技术。

最后，法律还应当设定责任承担的承担方式，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个人、医疗机构、行政管理机关进行民

事、行政甚至刑事处罚，确保辅助生殖技术法律的执行效力。总之，为全方位保障辅助生殖技术发展，

应构建起硬法为主、软法为辅的法律体系。 

5.3. 构建技术、伦理与法律的协调机制 

法律作为治理 ART 的最后路径，应当保持其“谦意性”3，法律治理机制是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的最

后与根本保障，要想全方位地对辅助生殖技术实现优良的治理，还需要协调好技术、伦理与法律的关系。

具体到 ART 技术语境中，首先要遵循技术的治理路径，ART 的本质是技术，对其最有效的治理方式就

是设定其运行的相关制度，由医疗机构、行政机关对其进行共同监管，这是技术治理的应有之义；但是，

技术治理无法证成技术存在的正当性，伦理作为社会公众的一般共识需要发挥价值引领的作用，在施用

ART 时要考虑到技术对人本身的侵害，是否会因此造成道德的减损、对人主体性的否认。伦理的价值在

于为 ART 制度的运行框定了范围，证成社会公众对技术正当性的认可。在对 ART 技术风险、社会风险

进行初步评估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可以为法治化的治理路径提供启示和依据，此后应当发挥法律的作

用，为 ART 的使用划定一条实实在在的底线，并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为具体制度的构建提供法律依据，

保证其在国家公权力认可下的正当性。总体而言，ART 的技术、伦理、法律三条治理路径所形成的治理

机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协调的，ART 作为前沿技术，对其治理需要不断关注其技术发展动态，技术

的发展本身可能导致社会一般观念和法律具体制度的动摇，道德为技术的正当性提供支撑，法律为技术

的运行设置限度，最终，伦理检视技术治理和法律治理的合目的性，法律的调整亦可以国家的意志指引

社会道德的进步，三者虽然遵循不同的逻辑路线，但互相融通，遵循着一致的目的，即：将 ART 引导向

良善，最终实现人类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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